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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与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重要战略结合点的绿色创新效率问题，运用SBM模型，构建以高技术产业集聚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测算2008－2018年我国2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实证分析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在研究期内，2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稳步提升但尚有较大提升空间，并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其中绿色创新效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创新质量对东、中部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基于产业集聚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636、0.944，而西部当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跨越0.363门槛值时，创新质量对绿色创新效率才会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规模、劳动者素质、政府行为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外开放显著抑制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综合考虑区域发展差异、充分发挥协同优化作用、积极实施人才引进战略等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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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which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combination point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and realizing ecologi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uses SBM model to construct a panel threshold model with high-tech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 to calculate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n 28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2008 to 2018, and takes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 quality on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high-tech indus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study period,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n 28 provinces increases steadily, but there is still a large space for improvement, and there is an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ce in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e eastern region>central region>western region, there is a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of innovation quality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n east and central China based on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e threshold value is 0.636 and 0.944 respectively, when the level of high-tech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west China exceeds the threshold value of 0.363, innovation quality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Besides, the scale of enterprises, the quality of workers and the behavior of governmen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the opening-up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improvement of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innovation in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such as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fully playing the role of coordinated optimization, and actively implementing talent introduc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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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我国提出以创新作为经济绿色增长第一驱动力的发展战略，旨在降低经济增长的环境附加成本，推动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高技术产业作为绿色创新发展的主战场和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抓手，是推动经济高效、平稳增长的重要引擎，我国高技术产业取得突飞猛进发展，但创新数量多、质量低导致的成果转化率不高和环境成本增加等问题逐渐凸显，严重阻碍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进一步提升，因此，如何将创新数量转化为创新质量优势，提升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成为现阶段亟需解决的重要议题。由于受地理区位和政策倾斜等因素影响，我国高技术产业分布存在区域差异，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一定规模集聚现象。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不仅受创新质量影响，同时也可能受产业集聚水平等其他因素影响。从理论角度出发，应将产业集聚纳入影响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研究框架中，有助于丰富该领域成果；从现实来看，我国高技术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集聚特征明显，如果单独研究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会失去现实意义。因此，将高技术产业集聚纳入创新质量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框架中，对分析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因素、提升绿色创新效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绿色创新”的概念是由Fussler等[1]于1996年首次提出，其本质是指企业为降低环境污染而进行的具有商业价值的活动。从研究范畴来看，绿色创新效率评价涉及微观和宏观层面。早期针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研究主要以企业、行业等微观领域为主[2]，其中企业是绿色创新活动的主体，研究重点多集中于效率测度；然而，仅从微观角度分析无法有效解决外部性影响，为此，研究方向逐渐由微观向宏观层面转移，倾向于省域[3]、市域[4]等层面【不规范的引用标注。这是笔者自己分析文献后的总结，并无实质性引用。对支撑笔者观点的引文，如确需延伸阐述的，引用应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此外，引文标注通常应标注在所引用句子结尾，不标注与语句中间】，围绕指标构建、模型与方法、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展开。从评价方法来看，现有研究主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5]、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6]、非期望SBM模型[7]等方法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分析【不规范的引用标注。这是笔者自己分析文献后的总结，并无实质性引用。对支撑笔者观点的引文，如确需延伸阐述的，引用应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此外，引文标注通常应标注在所引用句子结尾，不标注与语句中间】。其中，传统DEA模型在效率测度过程中摆脱了生产函数的束缚，但对数据异常值敏感性较高，并且在测度效率时仅考虑经济效益，忽略了非期望产出对效率的影响，这与实际生产过程不符；SFA模型需要事先确定生产函数的形式，且期望产出变量具有唯一性，难以解决多投入多产出的问题，而实际上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是，在经济发展过程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下产生期望的经济、社会效益，又以污染物排放的方式作出非期望的响应；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既考虑了生产过程中的非期望产出，解决了忽略松弛变量导致技术效率高估问题，又考虑了多投入多产出问题，使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测度值更加准确，在效率测度中得到广泛应用。

关于创新与绿色创新效率间的关系，学术界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实证检验还是绿色创新效率测算方法改进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虽然已有研究从创新投入、创新环境、创新模式等方面分析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但忽略了创新的核心问题，即创新质量。“创新质量”的概念最早由Haner[8]【根据以上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下同】提出，并被划分为产品或服务、过程及企业3个领域；杨幽红[9]在此基础上，将创新质量内涵扩充为创新所提供的产品、服务、过程、市场或是经营管理组织、方法的特征满足顾客要求的程度以及所含不良的免除程度，但并未提出创新质量的测算方法。对创新质量的定量测算，已有多数研究以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10]、专利数量[11]、新产品销售收入[12]等指标衡量【不规范的引用标注。这是笔者自己分析文献后的总结，并无实质性引用。对支撑笔者观点的引文，如确需延伸阐述的，引用应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此外，引文标注通常应标注在所引用句子结尾，不标注与语句中间】，但以上指标仅阐述了“量”的变化，忽视了“质”的影响；部分研究从专利质量角度衡量创新质量，如Hsu等[13]、Akcigit等[14]分别采用专利被引频次、专利知识宽度衡量创新质量，吴菲菲等[15]利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测算了我国医药领域专利质量。

在探讨创新产出影响因素时，有学者指出产业集聚是影响创新绩效的重要原因之一，且认为产业集聚对创新具有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主要是知识和技术溢出造成的[16]。产业集聚形式主要有3种，分别为单一产业集聚、多产业集聚和市场竞争，这3种形式下的溢出效应分别被称为MAR溢出、Jacobs溢出和Poter溢出。其中，产业集聚有利于加强企业间交流与合作，实现知识和技术共享，从而出现MAR溢出和Jacobs溢出[17]；产业集聚不仅使企业出现合作，为争夺市场资源还存在竞争关系，为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企业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水平，出现Poter溢出[18]。吕承超等[19]分别探讨了高技术产业的3种集聚模式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并实证检验其时空效应；李盛楠等[20]研究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提升了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综上所述，现有相关研究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证方面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创新质量的单方面研究均取得丰硕成果，但鲜有从创新质量角度研究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将创新质量和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作为研究对象，揭示二者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诠释创新驱动战略下创新质量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为提升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供决策依据；同时，考虑到创新质量与绿色创新效率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借鉴现有研究方法，将高技术产业集聚作为门槛变量，利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不同产业集聚水平下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以期能够从区域协同视角为实现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提供对策建议。
2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2.1  SBM模型

传统的DEA模型会出现多个无效决策单元且模型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使效率测度存在偏差，为解决此问题，本研究借鉴Tone[21]提出的非径向、非角度的基于松弛变量的SBM模型。该模型解决了投入与产出存在非零的松弛问题和生产过程中的非期望产出问题，测得的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值更符合研究需求。SBM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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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为代表受约束的数学符号，非变量，改为正体
2.各等式后不加标点符号，与其后下标参数解释之间保留两个字符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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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2）中：Eff、N、M、I分别为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投入类型个数、期望产出类型个数和非期望产出类型个数；x、y、b分别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向量；t为时期；k为决策单元；snx、smy、sib分别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λ为权重系数；n=1,2,3,…,N; m=1,2,3,…,M; i=1,2,3,…,I。

2.2  门槛模型
面板门槛模型通过将某一变量加入回归模型构建分段函数，根据不同门槛区间，同一指标表现出强弱不同的影响关系。参照Hansen[22]提出的门槛模型，基本方程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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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yit为被解释变量；μit为待观测样本个体效应；xit为解释变量，I(.)为指示函数；α为系数向量；dit为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干扰项；i和t分别为样本个体数和样本时间。
以高技术产业集聚为门槛变量分析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本研究构建的单一门槛模型表示如下：
[image: image4.emf]ln Eff it = 𝜇 𝑖𝑡 + 𝛽 1 ln Innov 𝑖𝑡 × I ሺ Agg ≤ 𝛾 1 ሻ + 𝛽 2 ln Innov 𝑖𝑡 × I ሺ Agg > 𝛾 2 ሻ +   𝛼 1 ln Open 𝑖𝑡 + 𝛼 2 ln Scale 𝑖𝑡 + 𝛼 3 ln Labor 𝑖𝑡 + 𝑎 4 ln Go v 𝑖𝑡 + 𝛿 𝑖𝑡  

（4）
式（4）中：Innov为创新质量；Agg为产业集聚；Open、Scale、Labor、Gov分别为对外开放程度、企业规模、劳动者素质、政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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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门槛值；δit为误差项。
2.3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Eff）。借鉴张仁杰等[23]、王惠等[24]的研究，结合高技术产业创新特点，将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评价体系的目标层分为投入、产出两个方面，投入包括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资源投入，产出包括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选取R&D经费投入和R&D人员全时当量分别作为资本和劳动投入指标；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旨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因此选择能源消耗量作为资源投入指标，能源单位统一为万t标准煤；科技研发旨在获得新产品或新技术并获取利润，因此以专利申请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表征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主要考虑污染物排放，用废水排放量和SO2排放量表征，以此体现出高技术产业在创新过程中触发的环境效应。

（2）核心解释变量：创新质量（Innov）。关于创新质量变量的选取，Lerner[25]采用专利IPC分类号前4位表示，但由于采用我国省域高技术产业宏观面板数据无法获取专利代码长度数据，因此该方法不可行。事实上，一项创新成功与否，不但在于它是否新颖或具有科学内涵，更重要的在于它是否得到市场认可，真正具有价值的创新必定成功转化为产品或服务并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此时的创新实现了价值转化，满足客户、员工和供应商各方利益，是具有质量的创新。据此，本研究将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定义为：通过高技术产业创新活动而产生的能够满足广大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并且新产品能够赢得市场和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能力。因此，本研究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表示创新质量。

（3）门槛变量：高技术产业集聚（Agg）。产业集聚衡量的是某一产业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集中程度，常用的指标有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EG指数、区位熵等。这些指数各有优缺点，已有研究多选取区位熵衡量产业集聚程度[26] 【不规范的引用和标注。这是笔者自己分析文献后的总结，并无实质性引用。对支撑笔者观点的引文，如确需延伸阐述的，引用应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区位熵可以消除地域规模的差异因素，能真实反映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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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中：Indit/GDPit表示i地区第t年高技术产业总产值与生产总值的比值；Indt/GDPt表示第t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总产值与生产总值的比值。
（4）控制变量。1）地区开放程度（Open）。对外开放有利于充分利用外资、加强交流合作，以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2）企业规模（Scale）。企业规模扩张能够缓解创新激励扭曲问题，从而有助于提高创新效率，用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与企业个数比值表示。3）劳动者素质（Labor）。技术人才是推动高技术产业进程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企业的运营、管理和销售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资本来创造经济价值，以大专及以上学历劳动力规模占劳动就业人口的比重衡量劳动者素质。4）政府行为（Gov）。政府行为是影响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对高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表现在对教育和科技创新的重视力度，用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和科技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
运用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集聚视角下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由于社会制度与统计口径差异，未将香港、澳门、台湾纳入研究范围；鉴于西藏、内蒙古和海南数据缺失严重，将其剔除。由此，研究样本为2008－2018年我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将28个省份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其中个别统计数据存在缺失现象，缺失数据利用前后两年平均数进行填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3  实证分析

3.1  绿色创新效率测算结果与评价

如表1所示，从整体视角看，2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稳步提升，年均增长率为2.50%，总体呈现出显著的递进演化特征。这与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实际基本一致。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逐渐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增大了高技术产业发展空间，坚持创新驱动和绿色理念协调发展，多因素共同驱动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提升。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评价机制下，各地方政府日益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环境规制等手段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力度，改善绿色创新环境，节约了高技术产业创新成本。此外，绿色消费意识深入人心，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及道德力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通过分析可知，28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值尚未突破0.9，增长相对较慢，说明整体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仍有待提高，可提升空间依旧很大。

从区域视角看，2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特征明显，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为进一步分析各地区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差异性，借助SPSS软件对测算结果进行层次聚类（Hierarchical Clustering）分析，并将绿色创新能力划分为较高水平、中等水平和较低水平。其中，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8个省市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能力处于较高水平，这些省市多位于我国东部，不仅经济基础雄厚，在政策、资源和人才等方面拥有地区比较优势，同时依靠区位优势充分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模式，率先成为国内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点推进区域，扶持高技术产业充分发展，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相对较高；河北、辽宁、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能力属于中等水平，这些省份主要位于我国中部，具有承东启西的地理优势，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虽然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能力与东部地区存在一定差距，但整体来看，效率水平逐年提升，具备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中部地区作为国内产业转移中产业移入的首选地，面临部分污染型产业进驻导致的环境问题，增加了环境成本，由此产生的负外部作用对高技术产业发展会产生一定抑制作用，从而降低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山西、陕西、甘肃、重庆、吉林、黑龙江、贵州、云南、广西、宁夏、青海、新疆等12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能力水平较低，这些省份多处于我国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受地理位置限制，资金注入和高技术产业项目与东部地区存在明显差距，不仅限制了当地经济发展，还导致创新资源配置不合理，从而抑制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
【表1内，“整体”这行上一细线删】
表1  2008－2018年样本区域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
	省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北京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天津
	0.833
	0.852
	0.873
	0.884
	0.910
	0.931
	0.934
	0.963
	1.000
	1.000
	1.000

	河北
	0.703
	0.724
	0.738
	0.749
	0.763
	0.787
	0.807
	0.819
	0.822
	0.838
	0.864

	辽宁
	0.665
	0.668
	0.672
	0.681
	0.706
	0.738
	0.770
	0.791
	0.805
	0.809
	0.824

	上海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江苏
	0.784
	0.815
	0.846
	0.862
	0.885
	0.897
	0.902
	0.927
	0.929
	0.933
	0.951

	浙江
	0.761
	0.783
	0.834
	0.863
	0.876
	0.898
	0.912
	0.926
	0.943
	0.954
	0.961

	福建
	0.736
	0.739
	0.745
	0.755
	0.734
	0.773
	0.837
	0.841
	0.849
	0.855
	0.903

	山东
	0.633
	0.658
	0.698
	0.753
	0.769
	0.789
	0.819
	0.834
	0.884
	0.909
	0.927

	广东
	0.804
	0.824
	0.867
	0.904
	0.938
	0.947
	0.951
	0.961
	0.965
	0.967
	0.973

	山西
	0.634
	0.642
	0.647
	0.657
	0.679
	0.698
	0.724
	0.734
	0.758
	0.764
	0.779

	吉林
	0.533
	0.548
	0.599
	0.667
	0.689
	0.697
	0.704
	0.727
	0.748
	0.783
	0.793

	黑龙江
	0.564
	0.583
	0.608
	0.648
	0.615
	0.608
	0.588
	0.675
	0.724
	0.754
	0.775

	安徽
	0.616
	0.634
	0.686
	0.724
	0.736
	0.758
	0.786
	0.797
	0.821
	0.857
	0.863

	江西
	0.556
	0.593
	0.648
	0.773
	0.786
	0.789
	0.793
	0.806
	0.818
	0.839
	0.847

	河南
	0.642
	0.657
	0.653
	0.607
	0.648
	0.686
	0.738
	0.746
	0.754
	0.785
	0.857

	湖北
	0.573
	0.593
	0.607
	0.618
	0.632
	0.648
	0.655
	0.667
	0.682
	0.807
	0.852

	湖南
	0.564
	0.586
	0.611
	0.649
	0.668
	0.685
	0.724
	0.753
	0.783
	0.834
	0.844

	四川
	0.536
	0.616
	0.697
	0.778
	0.786
	0.793
	0.801
	0.814
	0.816
	0.823
	0.837

	重庆
	0.724
	0.734
	0.728
	0.715
	0.726
	0.729
	0.736
	0.758
	0.789
	0.791
	0.808

	贵州
	0.483
	0.529
	0.551
	0.554
	0.583
	0.591
	0.615
	0.627
	0.638
	0.657
	0.673

	云南
	0.504
	0.561
	0.579
	0.587
	0.607
	0.611
	0.624
	0.635
	0.661
	0.677
	0.689

	广西
	0.568
	0.572
	0.583
	0.587
	0.628
	0.676
	0.711
	0.715
	0.720
	0.724
	0.732

	陕西
	0.576
	0.587
	0.568
	0.548
	0.589
	0.627
	0.665
	0.678
	0.686
	0.696
	0.715

	甘肃
	0.515
	0.524
	0.568
	0.613
	0.638
	0.649
	0.657
	0.676
	0.689
	0.704
	0.726

	青海
	0.602
	0.611
	0.624
	0.637
	0.648
	0.689
	0.717
	0.725
	0.751
	0.776
	0.782

	宁夏
	0.486
	0.544
	0.612
	0.642
	0.657
	0.668
	0.674
	0.689
	0.705
	0.734
	0.752

	新疆
	0.663
	0.676
	0.689
	0.692
	0.702
	0.716
	0.735
	0.754
	0.759
	0.768
	0.778

	东部
	0.792
	0.806
	0.827
	0.845
	0.858
	0.876
	0.893
	0.906
	0.919
	0.927
	0.937

	中部
	0.585
	0.605
	0.632
	0.668
	0.682
	0.696
	0.714
	0.738
	0.761
	0.799
	0.810

	西部
	0.566
	0.595
	0.620
	0.635
	0.656
	0.675
	0.694
	0.707
	0.721
	0.738
	0.751

	整体
	0.652
	0.673
	0.698
	0.720
	0.736
	0.753
	0.771
	0.787
	0.804
	0.823
	0.834


3.2  门槛模型估计
为判断各变量是否为平稳变量，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鉴于本研究的样本是“大N小T”短面板数据，因此采用假设检验（hypothesis test，HT）、IPS检验和Hadri LM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样本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HT检验
	IPS检验
	Hadri LM检验
	是否平稳

	Eff
	−10.536 3***
	−2.287 6***
	6.084 7***
	是

	Innov
	−2.257 4**
	−1.839 5**
	10.135 1***
	是

	Agg
	−0.886 4
	−2.016 7**
	12.153 4***
	是

	Open
	−3.425 6***
	−2.356 8***
	9.435 5***
	是

	Scale
	−6.565 3***
	−4.527 9***
	5.619 6***
	是

	Labor
	−1.253 2*
	−2.852 7***
	8.561 4***
	是

	Gov
	1.134 4
	−2.384 6**
	11.347 8***
	是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下同。
在HT检验下，产业集聚和政府行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二者均通过了IPS检验和Hadri LM检验，因此可以判定产业集聚和政府行为是平稳变量；劳动者素质的HT检验在10%水平下显著，未通过5%显著水平，但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IPS和Hadri LM检验；此外，其他变量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HT、IPS和Hadri LM检验。因此，本研究中所有变量均为平稳变量，可进行回归分析。门槛模型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门槛估计值及置信区间如表4 所示。由表3与表4可知，在产业集聚作为门槛变量的情况下，样本区域整体、东部与中部的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西部通过单一门槛显著性检验但未通过双重门槛检验。
表3  样本区域门槛模型检验结果

	区域
	模型类型
	F值
	P值
	BS次数/次
	临界值

	
	
	
	
	
	1%
	5%
	10%

	整体
	单一门槛
	74.223***
	0.000
	300
	36.842
	25.961
	20.925

	
	双重门槛
	76.700***
	0.000
	300
	−10.745
	−17.965
	−21.588

	
	三重门槛
	0.000
	0.853
	300
	0.000
	0.000
	0.000

	东部
	单一门槛
	16.861***
	0.002
	300
	25.708
	14.188
	9.475

	
	双重门槛
	54.020***
	0.000
	300
	−13.322
	−17.721
	−22.384

	
	三重门槛
	0.000
	0.156
	300
	0.000
	0.000
	0.000

	中部
	单一门槛
	12.880*
	0.084
	300
	9.626
	7.646
	5.743

	
	双重门槛
	29.467***
	0.000
	300
	4.870
	1.522
	−1.177

	
	三重门槛
	0.000
	0.273
	300
	0.000
	0.000
	0.000

	西部
	单一门槛
	15.333*
	0.073
	300
	24.741
	16.556
	14.076

	
	双重门槛
	6.270
	0.205
	300
	8.594
	5.884
	4.405

	
	三重门槛
	0.000
	0.120
	300
	0.000
	0.000
	0.000


表4  样本区域门槛估计值及置信区间

	区域
	门槛层次
	门槛值
	95%置信区间

	整体
	第一门槛
	0.636
	[0.428，0.719]

	
	第二门槛
	0.944
	[0.858，1.539]

	东部
	第一门槛
	0.855
	[0.758，1.681]

	
	第二门槛
	1.340
	[1.152，1.622]

	中部
	第一门槛
	0.632
	[0.132，0.951]

	
	第二门槛
	0.907
	[0.465，1.302]

	西部
	第一门槛
	0.363
	[0.345，0.739]


根据门槛值检验结果，可将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划分为较低水平（Agg<0.636）、中等水平（0.636≤Agg＜0.944）和较高水平（Agg≥0.944）3个区间。其中，处于较低水平的有山西、陕西、甘肃、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黑龙江、青海、宁夏、新疆11个省份；河北、辽宁、福建、吉林、重庆、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10个省市处于中等水平；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7个省市处于较高水平。由此可见，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以中低水平为主，高水平集聚的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的集聚水平相对较低。

以创新质量为核心解释变量、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为门槛变量，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就双重门槛效应而言，创新质量与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间并非呈简单的线性关系，不同门槛值下创新质量均会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增长，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低于第一个门槛值0.636时回归系数通过5%显著性检验，表明创新质量每提升1%，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0.477%；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介于0.636～0.944之间时，回归系数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每提升1%的创新质量将会促进0.848%的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高技术产业集聚门槛值高于0.944时，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表明创新质量每提升1%，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0.531%。产业集聚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必经阶段，一方面，产业集聚形成的规模效应与城市化经济大大降低高技术企业在基础设施、公共绿化等方面的投入，极大缓解创新过程中的资金紧张问题；另一方面，产业集聚也为企业间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与广阔平台，使专业人才汇聚，实现知识与技术共享，有利于降低创新过程的风险性，在提高创新质量的同时缩短创新周期。值得注意的是，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门槛值时，虽然创新质量依然能够直接带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但由于产业集聚程度较高，拥塞效应逐渐显现，环境负外部性抵消了一部分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边际效应递减。

从控制变量看，对外开放程度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在长期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下，外资注入对高技术产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以第二产业为主，能源消耗和污染型企业比重较大，高技术产业获得资金支持力度较小，且核心技术仍然被外资企业控制、技术扩散受到限制，且正向溢出效应具有滞后性，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抑制作用。企业规模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一定的企业规模有利于企业创新，企业规模越大，高技术企业之间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的机会越大，通过提升研发效率促进绿色创新。目前我国高技术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不能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因此，扩大企业规模有利于提升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劳动者素质与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呈正相关，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从事高技术产业生产机会更大。相对来说，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素质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比人员数量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劳动者素质提升有助于企业优化劳动力结构、提升资本节控能力、提高劳动和资源利用效率，对绿色创新活动产生直接影响。政府行为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教育和科技支出增加有效提高了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素质、增加对高技术企业资金支持，降低了高技术企业绿色创新失败风险，提高了创新质量。

表5  样本变量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估计值
	T

	lnInnov（Agg＜0.636）
	0.477**
	2.23

	lnInnov（0.636≤Agg＜0.944）
	0.848***
	3.89

	lnInnov（Agg≥0.944）
	0.531*
	1.68

	Open
	−0.256**
	−2.17

	Scale
	0.202***
	3.56

	Labor
	0.384*
	1.72

	Gov
	0.337**
	2.11

	R2
	0.735
	

	F
	46.84
	


3.3  区域异质性检验
为分析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探究三大区域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并将此作为额外的稳健性检验。结合上述门槛检验结果，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可知在在高技术产业集聚作用下，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
（1）东部地区。随着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东部地区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正向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好，区位优势明显，高技术产业集聚有利于提高创新水平，创新质量带来的知识和技术溢出效果明显；随着高技术产业集聚趋近饱和，拥塞效应逐渐显现，弱化了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
（2）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随着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提升，创新质量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且促进作用边际递增。这是因为中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初具规模，大量资源还未充分利用，集聚发展空间较大，高技术产业集聚更容易使企业间加强交流与合作、提高创新能力，从而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3）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只有在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才会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原因在于前期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未形成良好的产业基础，难以吸引大型高技术企业进驻，导致高技术产业发展缓慢，未形成产业集群，受人才和资源等要素限制，整体创造力较低，创新质量未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影响；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支持西部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东部地区企业迁移至西部，并给予政策支持与财政补贴，西部地区有了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依托国家政策扶持建立了一批高技术产业园，形成规模产业，创新水平逐渐提升，促进了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

此外，从控制变量看，企业规模、劳动者素质和政府行为对三大区域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均呈现显著促进作用；对外开放程度显著抑制东部和中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对西部地区作用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多集中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受经济发展和资源条件限制，对外开放水平较低、外商直接投资有限，未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影响。

表6  样本分区域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Open
	−0.335***
（−4.16）
	−0.156**
（−2.14）
	−0.034

（−0.16）

	Scale
	0.348***
（3.96）
	0.174***
（3.52）
	0.112**
（2.25）

	Labor
	0.423***
（3.82）
	0.386**
（2.21）
	0.140**
（2.46）

	Gov
	0.462***
（5.56）
	0.326***
（3.42）
	0.294***
（4.37）

	lnInnov（lnAgg＜0.855）
	0.524***
（3.16）
	
	

	lnInnov（0.855≤lnAgg＜1.340）
	0.706***
（3.67）
	
	

	lnInnov（lnAgg≥1.340）
	0.686***
（4.99）
	
	

	lnInnov（lnAgg＜0.632）
	
	0.203***
（3.18）
	

	lnInnov（0.632≤lnAgg＜0.907）
	
	0.311***
（4.93）
	

	lnInnov（lnAgg≥0.907）
	
	0.384***
（3.55）
	

	lnInnov（lnAgg＜0.363）
	
	
	0.169

（0.015）

	lnInnov（lnAgg≥0.363）
	
	
	0.202**
（2.59）

	R2
	0.667
	0.805
	0.795

	F
	52.35
	58.54
	47.41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t值。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利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我国28个省份2008－2018年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并构建以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考察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2008－2018年，2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效率值从2008年的0.652上升至到2018年的0.834，总体呈现出显著的递进演化特征，但增长速率相对较慢，整体效率值仍具有较大上升空间；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特征明显，绿色创新效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北京、天津、山东等东部8个省市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能力处于较高水平，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能力属于中等水平，宁夏、青海、新疆等西部12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能力水平较低。

（2）创新质量对2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636、0.944：当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低于0.636时，创新质量每提升1%，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0.477%；当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介于0.636与0.944之间时，创新质量每提升1%，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将会提升0.848%；当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高于0.944时，创新质量每提升1%，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0.531%。
（3）创新质量对东部和中部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产业集聚的双重门槛效应，且创新质量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对于西部地区，当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跨越0.363门槛值时，创新质量才会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企业规模、劳动者素质和政府行为对三大区域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外开放程度显著抑制东部和中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对西部地区作用效果不明显。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国家综合考虑区域发展差异，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构建完善的环境评价体系，鼓励企业建立创新示范基地，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将创新数量优势转化为创新质量优势，提高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对创新乏力企业，加大创新产业扶持力度，建设高技术产业园，加强企业间技术交流和资源共享，为从创新数量追赶向质量超越提供保障，从整体提升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
（2）充分发挥区域内部协同优化作用，制定机制创新型政策，通过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带动中西部高技术产业向绿色创新增长模式转变；注意东部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趋于饱和形成的拥塞效应，鼓励东部高技术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充分发挥创新质量优势，提升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

（3）中西部地区积极实施人才引进战略，加快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尽快突破技术因素对创新质量的限制，积极借鉴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相关经验，加强与东部地区技术交流与互动，并借助国家推进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政策红利，重点培育新兴高技术企业，带动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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